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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对女性影响较大， 对男性没有统计上的

影响。 在国家强调教育公平的时期， 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较小； 在强调效率的时期， 性别差

异较大。 在农村， 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要高于城镇。 从同胞构成来看， 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

最大的是弟的数量。 研究表明， 同胞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预算约束和性别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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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作为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直受到社会分层研究的关注［１］。 对我

国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个思路： 一是分析宏观的制度政策变化对不同性别群体教育机会的影响。 研究

发现， 我国教育性别平等变化的趋势和程度， 与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在强调

平等的时期， 教育性别平等化会增强， 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期， 教育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则减缓， 甚至

不平等会加大［２ － ３］。 也有研究分析某个具体的政策对教育性别平等化的影响， 如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从

整体上改变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机会结构， 增加了女性的相对教育机会［４］。 另一个思路是从微观的

角度， 研究家庭条件的变化对教育水平的影响。 张俊森等发现， 家庭背景 （家庭收入和父母文化程

度） 对女孩的教育水平影响更大， 主要原因是贫困家庭中女孩的教育更易受到经济状况的约束［５］。
除了家庭背景， 同胞数量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一直受到研究

者的重视［６ － ７］。 由于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制度环境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 研究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性

别差异较少， 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对我国的经验事实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也可以丰富该领域的

研究成果。
主流的实证研究发现， 同胞的数量对个体教育获得有负面作用， 对此最有影响的解释是资源稀释

假说。 该假说认为， 家庭资源包括非物质资源和物质资源， 前者主要指父母的时间、 和小孩的情感交

流等， 物质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在小孩教育上的投资和提供的学习环境。 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 每

个小孩能够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 从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水平［８ － ９］。 第二个解释是群集理论 （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该理论认为， 某个特定的儿童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人数的平均

水平， 因此兄弟姐妹人数越多， 对个人教育水平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根据该理论， 出生顺序对教育获

得也有作用， 早出生的小孩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就要比晚出生的小孩优越， 从而教育程度更高［１０］。
第三个解释是， 父母决定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本身是一个内生的权衡过程。 也就是说， 父母在决定子女

数时， 可能同时考虑他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望， 即有一个我们未能观测到的变量

“父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 同时影响了兄弟姐妹个数和个体教育水平， 从而导致同胞数量对教育

获得的影响估计是有偏的， 不是真实的因果关系［１１］。 第四个解释是谢宇等在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代

际教育流动时提出的。 他拓展了资源稀释假说， 认为家庭资源不仅包括父母的资源， 也包括未婚子女

给家庭带来的资源。 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中， 父母往往牺牲年长孩子 （特别是女孩） 的教育机会， 通

过她们对家庭的贡献来帮助弟弟妹妹完成更多的教育， 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兄弟姐妹的个数、 构

成和出生的间隔等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是不同的［１２］。 已有研究表明， 同胞数量和同胞结构都对个体

教育水平产生影响， 并且这些影响对男女有明显的不同。

二、 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同胞数量对男女性别教育水平影响的不同， 进一步研究中还涉及同胞结构， 这就需

要我们从多个维度来分析教育的性别不平等。
第一个维度是总的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差异。 一般来说， 如果在对孩子进行教

育投资时， 家庭资源没有预算约束， 父母不会有性别偏好， 这是发达国家家庭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

点。 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 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是大部分家庭的重要支出， 在对多个孩子进

行教育投资时， 父母就会有一个取舍和轻重的态度。 父母在教育投资时的性别偏好， 主要还是基于成

本收益的经济考虑。 在我国， 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生理特点不同， 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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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 与此同时，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 农村父母年老后基本上是依

靠子女养老， 而在我国的文化中， 男性主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对儿子的教育投资可以获得终生的

长期回报， 因此父母大多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更加偏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 男性教育水平受同胞数量

的影响较小。 由此， 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１：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 在性别间存在差异。
第二个维度是考察在不同的出生队列， 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水平的影响差异。 根据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 和索伦 （Ｓｏｌｏｎ） 的理论模型， 孩子的教育水平是家庭教育投资和政府教育投资之和的函

数［１３ － １５］。 如果政府加大教育支出， 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家庭资源在教育投资上的预算约束。 和发达国

家不同， 我国这几十年经济社会制度变化剧烈， 不同时期的宏观政策影响了家庭资源的可得性和资源的

分配， 因此不同时期出生的孩子受到政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我国的教育发展一直是服从于特定的经济和

政治目标， 总的来看， 教育政策在不同时期追求教育平等和效率的侧重点不同［２］。 在注重平等的时期，
政府会大量增加教育的供给， 降低各级教育的入学门槛， 使得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上分配比较平等， 家

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较小， 从而男女教育获得的差异较小， 这主要体现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前。
１９７８ 年以后， 我国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更加注重

教育投资的效率， 因此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变大， 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也变大。 虽然把这几十年

我国教育政策的目标分为追求平等和效率这两个类别过于简单， 但对本文的分析来说， 确实抓住了政策

变迁的主线。 本文根据这一思想， 根据出生年份和小学的入学时间， 我们把样本分为五组， 进一步考察

不同时期的教育政策对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据此， 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２： 对于不同的出生队列， 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
第三个维度是分析教育的性别差异在城市和农村是否不同。 由于户籍制度限制， 我国城乡居民之

间的教育水平呈现巨大的差异。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ＣＦＰＳ 的调查， 全国 １５ 岁及以上的样本中， 农村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６ ６ 年， 非农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１０ ２ 年， 城乡差距为 ３ ６ 年。 农业人口的

学历主要分布于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 学历越高， 农业人口的比例越少。 而且城乡之

间在初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上， 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分性别来看，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的城乡差异为 ４ ０ 年， 比男性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高 ０ ９ 年［１６］。 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在农村比城市更加严重。 同胞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预算约束和父母性别偏

好。 当预算约束减小时， 可以预计家庭资源在男女之间的分配更加平均。 在我国， 城镇居民的经济条

件要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为此在城镇居民家庭中同胞数量影响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居民家庭。 因

此， 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３： 同胞数量影响的性别差异在农村比城市更大。
第四个维度考察同胞的结构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国外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同胞数

量以后， 孩子的性别和出生顺序变得不再重要［１７］。 比如， 从同胞的性别来看， 他们假定， 对一个孩

子来说， 有一个哥哥或一个姐姐对其教育的影响是相同的； 从出生顺序来看， 他们假定， 对一个孩子

来说， 有一个哥哥或一个弟弟对其的教育影响也相同。 但我国和发达国家情况不同。 对于第一个假

定， 我们凭经验知道， 对于一个女孩， 一个姐姐对其教育的影响一般小于一个哥哥对其教育的影响，
这实际上是父母在多个孩子教育投资上性别偏好的反映。 国外文献认为出生顺序没有影响， 暗含的假

定是， 家庭资源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是外生的、 固定不变的［１７］。 但在中国的背景下， 家庭资源还包括

代内的资源转移， 由于受到家庭预算的约束， 父母经常牺牲年长孩子的教育机会， 要求他们提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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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弟弟妹妹提供资助。 在男性偏好的条件下， 有弟弟的姐姐在家庭中就处于教育获得最不利的位

置。 我们把同胞数量进一步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 再进一步区分为兄、 弟、 姐、 妹数， 来考察同胞

的性别结构和出生顺序的教育效应。 因此， 我们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４： 从同胞结构来看， 兄弟数和姐妹数对男性的教育影响很小， 但对女性影响都很大。 对女

性而言， 和兄、 姐、 妹相比， 弟的数量对其教育的负面影响最大。

三、 数据、 变量和方法

１．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是 ２００８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该调查运用四阶段分层抽样， 覆盖了

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 搜集了被访者教育获得经历和家庭背景等信息。 样本范围包括除宁夏、 青海、
西藏三个省 （自治区） 以外的内地其他地区共计 ６０００ 名 １８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

２． 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访者的受教育年数。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该变量反映了对教育的投资。 问卷

中报告了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限和最高教育程度， 我们根据这两个问项， 统一换算成教育年数①。
样本中有一位被访者没有报告其受教育年限和最高教育程度， 我们根据该样本的年龄和其他信息， 将

其教育程度替换为 ０。
自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 同胞数量、 父母教育程度、 民族、 户口、 父亲职业地位、 受访者小学

入学年龄所处时期、 地区等。 核心自变量为同胞数量， 为了考察同胞结构的影响， 我们把同胞数量进

一步划分为兄弟数、 姐妹数； 兄、 弟、 姐、 妹的数量。 问卷报告的同胞数量取值范围在 ０ － １２， 在统

计分析时， 将大于等于 ５ 个的个案都赋值为 ５， 以降低极少数的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３］。
我们将父母的教育程度转换为教育年数， 并取其中较高的教育年限， 反映家庭文化背景对子代教

育水平的影响［１８］。 汉族普遍比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要高， 我们加入了一个以少数民族作为参照组的

虚拟变量， 来控制民族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 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户籍歧视， 出生时拥有城镇

户口的居民在教育获得上比农村户籍的居民有优势， 所以我们按照出生时的户籍状态设立了一个户口

的虚拟变量。 除了父母的文化背景， 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一个人的教育获得也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问卷

中没有报告受访者 １４ 岁时的家庭收入， 我们用该时间父亲的职业地位来代替， 划分为四类职业。 我

们把 １４ 岁时父亲 “全职就业” 且为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定义为 “管理和技术人员”， 将非农就业中的产业工人定义为 “产业工人”， 将非农就业中的非管理

技术人员和非产业工人定义为 “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最后将 “全业务农”、 “兼业务农” 等其

他就业状态统一界定为 “务农”②。 个人的教育获得会受到国家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影响，
运用截面数据分析宏观政策对个体教育影响的一个困难在于， 个体的教育历程会跨越不同的历史时

期， 因此无法确定个体在教育历程中哪个政策对其教育水平影响最大。 一般来说， 家庭环境对个人教

育获得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个人求学的早期， 因为家庭一旦做出教育决策， 就很难收回［７］。 因此

·２２·

①

②

通过比较被访者回答的教育年数和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 （即小学 ＝ ６ 年， 初中 ＝ ９ 年， 高中 ＝ １２ 年， 大学本
科 ＝ １６ 年等）， 两者的相关系数等于 ０ ９５１９， 因此被访者对受教育年数的回答是可靠的， 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的因变量是定距变
量， 而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取值相对较少， 因此用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数作分析更好［１６］ 。
也有研究者依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将父亲的职业进行编码［３，２１］ ， 由于问卷中该题项的缺失值较多， 并且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对我国并不太适用， 因此本文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而是参考李春玲和吴愈晓的处理方法将众多类别的父亲职业简化为管理和技术
人员、 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 产业工人、 农民四类［１９ － ２０］ 。 由于该变量仅是一个控制变量， 因此这种划分不会对分析结果有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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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体 男 女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受教育年限 ９ ０２３ ０ １６２ ９ ５４８ ０ １５８ ８ ５０２ ０ １８６
男性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６ — — — —
同胞变量

同胞数量 ２ ６３４ ０ ０４３ ２ ５４３ ０ ０５２ ２ ７２４ ０ ０４３
兄弟数 １ ４１５ ０ ０２７ １ ３４６ ０ ０３５ １ ４８４ ０ ０２９
姐妹数 １ ３５９ ０ ０２８ １ ３３６ ０ ０３４ １ ３８２ ０ ０３０
兄数量 ０ ７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７１１ ０ ０２３ ０ ７３２ ０ ０２０
弟数量 ０ ６９８ ０ ０１８ ０ ６４０ ０ ０２２ ０ ７５６ ０ ０１９
姐数量 ０ ７０８ ０ ０１７ ０ ７１４ ０ ０２１ ０ ７０２ ０ ０２０
妹数量 ０ ６５８ ０ ０１９ ０ ６２９ ０ ０２３ ０ ６８６ ０ ０２１
控制变量

父母教育 ５ ６４７ ０ １２８ ５ ６０３ ０ １５６ ５ ６９０ ０ １３６
民族 ０ ９３２ ０ ０１３ ０ ９３９ ０ ０１３ ０ ９２５ ０ ０１４
户口 ０ ４７５ ０ ０２４ ０ ４７２ ０ ０２６ ０ ４７８ ０ ０２５
父亲职业地位

管理和技术人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４ ０ ０１１
办事员和商业服务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４ ０ ０１０ ０ １４６ ０ ０１０
产业工人 ０ １５８ ０ ０１０ ０ １６２ ０ ０１２ ０ １５３ ０ ０１１
农民 ０ ５３２ ０ ０１９ ０ ５２６ ０ ０２０ ０ ５３７ ０ ０２１
出生队列

出生队列 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１２６ ０ ００８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８
出生队列 ２ ０ ２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２０３ ０ ０１０ ０ ２０３ ０ ０１０
出生队列 ３ ０ １７７ ０ ００６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７ ０ １７６ ０ ００８
出生队列 ４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５ ０ １７５ ０ ００８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７
出生队列 ５ ０ ３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３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３３９ ０ ０１２
地区

东部 ０ ４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４０９ ０ ０２８ ０ ４１６ ０ ０３１
中部 ０ ３２９ ０ ０３０ ０ ３３１ ０ ０２９ ０ ３２８ ０ ０３２
西部 ０ ２５８ ０ ０２７ ０ ２６０ ０ ０２７ ０ ２５６ ０ ０２９
样本量 ６０００ ２８９２ ３１０８

　 　 注： 数据根据抽样概率进行过加权。

宏观政策对家庭环境的影响也

是集中于个体接受教育的早期

阶段。 我们按照 ７ 岁开始上小

学计算， 据出生年份把样本人

群分为五组： ①出生队列 １
（１９４６ 年之前出生）； ②出生

队列 ２ （１９４７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③出生队列 ３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５ 年

出 生 ）； ④ 出 生 队 列 ４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２ 年出生）； ⑤出

生队列 ５ （１９７３ 年及以后出

生）①［１３］。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 东部的教育水

平要高于中部和西部， 因此在

文章中加入了东部、 中部和西

部的地区控制变量。 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详见表 １。
３． 方法

我们利用 ＯＬＳ 方法估计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

性别差异。 数据按照抽样概

率进行加权。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的数

据 在 每 个 初 级 抽 样 单 位

（ＰＳＵ， 区 ／县） 抽取了 ６０ 个

家庭户的 ６０ 个被访者， 因此数据在区 ／县层面存在聚集， 这会导致 ＯＬＳ 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产生偏误。
为此， 我们用调查估计方法对样本权数和聚类标准误统一进行了调整②。

四、 实证分析结果

１．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展示的是按照性别和同胞数量区分的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总的来说， 男性的受教

育年数高于女性③。 无论男女， 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 受教育年限也都减少。 此外， 随着兄弟姐妹数

的增加， 男女的教育差距也在增大。 女性在有两个同胞的家庭中平均比男性少接受 ０ ８ 年教育， 但在

·３２·

①

②

③

出生队列 １ 的群体最晚在 １９６５ 年考大学， 不受 “文化大革命” 影响； 出生队列 ２ 群体接受小学或初中时遇到基础教育大跃进，
高考入学年龄处于 “文化大革命” 中； 出生队列 ３ 群体高考时间在 “文化大革命” 后； 出生队列 ４ 群体初中以后的教育就没有
受 “文化大革命” 影响， 并且处在强调效率的改革开放初期； 出生队列 ５ 群体 １９８６ 年及以后升入初中， 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 的影响。 详细说明请见郑磊的论文［２１］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按照性别和城乡这两个变量对样本进行加权； 由于在抽样设计中第一阶段的 ＰＳＵ 是
从 ５ 个抽样框中抽取的， 因此样本在第一阶段分为 ５ 层。 但样本只报告了 ＰＳＵ 信息， 因此本文用一阶段分层抽样近似模拟实际的
四阶段分层抽样 （Ｓｔａｔａ１１ ０， Ｓｖｙｓｅｔ 命令帮助文件）。
唯一的例外是在只有 １ 个同胞的家庭中， 男性受教育年限少于女性。 但在未加权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中， 该种情况下男性受教育年
限要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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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按同胞数量划分的个体平均受教育年限

变量 总体 男 女

同胞数量

兄弟数量

姐妹数量

０ １１ ８０７ １１ ８０８ １１ ８０６
１ １０ ７３０ １０ ６７３ １０ ７９７
２ ９ ３３１ ９ ７５９ ８ ９４５
３ ８ ２１４ ８ ８１７ ７ ６８３
４ ７ ６６６ ８ ４２０ ６ ９６０

５ ＋ ７ ２４２ ８ ０６１ ６ ４９５
０ １０ ９７２ １１ ０２５ １０ ９００
１ ９ ２３９ ９ ５３２ ８ ９６７
２ ７ ９３８ ８ ６９７ ７ ３０５
３ ７ ２７５ ８ ２６４ ６ ４２３
４ ７ ２０１ ８ １０５ ６ ２６８

５ ＋ ７ ２２５ ７ ５４０ ６ ８９６
０ １０ ５０５ １０ ８５６ １０ １６３
１ ９ ０１４ ９ ４５９ ８ ５３３
２ ８ １０２ ８ ８８０ ７ ３６６
３ ７ ７９０ ８ ２７８ ７ ３１５
４ ７ ６３３ ８ ３４３ ７ ０５６

５ ＋ ６ ７８１ ８ ００１ ５ ６７８
合计 　 ９ ０２３ 　 ９ ５４８ 　 ８ ５０２

５ 个及以上同胞的家庭中她们比男性少接受 １ ６ 年教

育。 把同胞数量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可以发现， 随着

兄弟数的增加， 男性受教育年限减少， 女性受教育年限

也减少， 但在 ５ 个及以上兄弟的家庭中， 女性的受教育

年限比 ３ 个兄弟数的家庭中受教育年限要高。 随着姐妹

数的增加，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受教育年限都在减少。
２．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表 ３ 中模型 Ａ 报告的是同胞数量和其他解释变量对

总体教育获得影响的估计。 可以看出， 同胞数量每增加１
个， 个人平均教育年限减少 ０ １６ 年， 在统计上是显著

的。 男性比女性的教育年限平均多 １ １２ 年， 反映了女性

在教育获得上处在不利地位。 父母教育年限每增加 １ 年，
会使小孩教育程度平均增加 ０ ２４ 年， 反映了家庭文化背

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很大。 相对父亲的职业为务农而言，
１４ 岁时父亲拥有全职的管理或技术工作使子代教育平均

多 １ ２ 年。 从出生队列变量来看， 相对于出生队列 １， 其

他四个队列的平均教育年限都有明显提高 （出生队列 ２ 不显著）， 其中教育年限提高最多的是出生队列

５ （即 １９７３ 年及以后出生的）， 比出生队列 １ 人口 （１９４６ 年及以前出生） 增加了 ２ ３５ 年。 反映了这几十

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程度。 由于

我国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东部比西部地区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多 ０ ８ 年。

表 ３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解释变量
模型 Ａ 模型 Ｂ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同胞数量 －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３
男∗同胞数量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９
女∗同胞数量 － ０ ３５０∗∗∗ ０ ０４８
男性 １ １１５∗∗∗ ０ １０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４
父母教育年限 ０ ２４４∗∗∗ ０ ０１５ ０ ２４５∗∗∗ ０ ０１５
民族 ０ ３２９ ０ ３１５ ０ ３２１ ０ ３１０
户口 １ ８０８∗∗∗ ０ １７５ １ ８１２∗∗∗ ０ １７６
父亲职业地位 （农民为参照组）
　 管理和技术人员 １ １７４∗∗∗ ０ １５５ １ １７９∗∗∗ ０ １５５
　 办事员和商业服务 ０ ８２６∗∗∗ ０ １６４ ０ ８３６∗∗∗ ０ １６１
　 产业工人 ０ ９４９∗∗∗ ０ １６９ ０ ９４０∗∗∗ ０ １６９
出生队列 （出生队列 １ 为参照组）
　 出生队列 ２ ０ ０１３ ０ ２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２０７
　 出生队列 ３ １ ００４∗∗∗ ０ ２１７ １ ０１５∗∗∗ ０ ２１７
　 出生队列 ４ １ １９４∗∗∗ ０ ２２８ １ ２０９∗∗∗ ０ ２２７
　 出生队列 ５ ２ ３５３∗∗∗ ０ ２４５ ２ ３５２∗∗∗ ０ ２４５
地区 （西部为参照组）
　 东部 ０ ８００∗∗ ０ ２６８ ０ ７９６∗∗ ０ ２７０
　 中部 － ０ １１１ ０ ２８６ － ０ １０６ ０ ２８７
＿ ｃｏｎｓ ０ ８００∗∗ ０ ２６８ ０ ７９６∗∗ ０ ２７０
Ｎ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Ｒ２ ０ ４２７ ０ ４３２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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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Ｂ 的解释变量和模型 Ａ 相同， 为了考察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不同， 我们

估计了同胞数量和性别交互项系数的大小。 可以看出， 虽然同胞数量对男性平均教育年限的影响符号

为正， 但统计上不显著； 但对女性， 每增加 １ 个同胞会减少 ０ ３５ 年教育年限， 统计上高度显著。 以

上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 即同胞数量增加会降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在我国该负面影响主要集中于女

性， 男性教育受同胞数量影响很小。
３． 同胞的性别结构和长幼构成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模型 Ｃ 把同胞数量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 从性别构成的角度分析它们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

的影响。 可以看出， 兄弟数和姐妹数对男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且数值很小； 而兄弟

数和姐妹数对女性教育获得都有显著负影响， 但影响的大小不同。 每增加 １ 个兄弟数会减少女性的教

育年限 ０ ３４ 年， 而每增加 １ 个姐妹的数量则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 ０ ２４ 年。

表 ４　 同胞的性别和长幼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解释变量
模型 Ｃ 模型 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男∗兄弟数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５
女∗兄弟数 － ０ ３４３∗∗∗ ０ ０５９
男∗姐妹数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２
女∗姐妹数 － ０ ２４１∗∗∗ ０ ０５５
男∗兄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６
女∗兄 － ０ ２３４∗∗∗ ０ ０６８
男∗弟 － ０ １２５ ０ ０７０
女∗弟 － ０ ４６１∗∗∗ ０ ０７８
男∗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６
女∗姐 － ０ １９８∗∗ ０ ０６８
男∗妹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０
女∗妹 － ０ ２８３∗∗∗ ０ ０７３
＿ ｃｏｎｓ ４ ８３１∗∗∗ ０ ３９６ ４ ８８９∗∗∗ ０ ３９５
Ｎ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Ｒ２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３

　 　 注：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 解释变量还包括父母受教育
程度、 民族、 户籍、 １４ 岁时父亲职业、 出生队列、 地区等， 为了简化， 没有报告
上述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误。

模型 Ｄ 进一步把同胞数量区分为

兄、 弟、 姐、 妹四种类型， 考察他们

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 从中

可以看出， 兄、 弟、 姐、 妹这四种类

型的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都没

有统计上的影响； 但他们对女性的教

育获得都有显著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
每增加 １ 个兄的数量， 会减少女性教

育年限 ０ ２３ 年； 每增加 １ 个弟的数

量， 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 ０ ４６ 年； 每

增加 １ 个姐的数量会减少女性教育年

限 ０ ２ 年； 每增加 １ 个妹的数量， 会

减少女性教育年限 ０ ２８ 年， 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弟的数量， 并且统计上十分

显著 （ 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４ 的结果支持

了假设 ４， 即同胞中的兄、 弟、 姐、
妹对男性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 但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弟的数量。 谢宇等通过对

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 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父母往往牺牲年长孩子的教育机会， 让他们提早

工作来资助年幼孩子的教育［１２］。 由于中国父母的男孩偏好， 他们一般牺牲姐姐的教育来资助弟弟的

教育， 这反映了家庭资源不仅包括父母的资源， 也包括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 这个解释对中国大陆地

区同样是适用的。
４． 在不同队列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我们按照 ７ 岁开始上小学计算， 据出生年份把样本人群分为五组： ①出生队列 １ （１９４６ 年之前出

生）； ②出生队列 ２ （１９４７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③出生队列 ３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５ 年出生）； ④出生队列 ４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２ 年出生）； ⑤出生队列 ５ （１９７３ 年及以后出生）， 见表 ５。 出生队列 １ 的人口接受教育的

时期是我国经济教育水平非常低的时期， 人们接受教育的经济价值很低， 同胞数量对家庭资源的稀释

作用很小。 虽然女性的系数在统计上也显著 （ｐ ＜ ０ ０５）， 但男性和女性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是不显

著的， 证明同胞效应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没有差异。 出生队列 ２ 的人口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正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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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队列中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变量
出生队列 １
（模型 Ｅ１）

出生队列 ２
（模型 Ｅ２）

出生队列 ３
（模型 Ｅ３）

出生队列 ４
（模型 Ｅ４）

出生队列 ５
（模型 Ｅ５）

男性

男∗同胞

女∗同胞

＿ ｃｏｎｓ

１ ００１ １ ５１８∗∗ － ０ ３５７ ０ ０９２ － ０ ０７０
（０ ７００） （０ ５３７） （０ ４３９） （０ ４７８） （０ ２０２）
０ ００３ － ０ １２２ ０ ２２９∗ － ０ １０９ － ０ １６６

（０ １３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８８）
－ ０ ２６２∗ － ０ １５７ － ０ ２２３∗ － ０ ４８７∗∗∗ － ０ ５７４∗∗∗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６） （０ ０８１）
４ ５４０∗∗∗ ３ ７２５∗∗∗ ６ ０９３∗∗∗ ６ ５８９∗∗∗ ７ ８４４∗∗∗

（０ ７１７） （０ ５８０） （０ ７７６） （０ ６７４） （０ ４６２）
Ｎ ７０１ １２１５ １０４６ １０９５ １９４３
Ｒ２ ０ ２８０ ０ ３４９ ０ ３０８ ０ ３１１ ０ ３７１

　 　 注： 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 解释变量还包括父母
受教育程度、 民族、 户籍、 １４ 岁时父亲职业、 出生队列、 地区等， 为了简化， 没有报告上述
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误。

我国 “大跃进” 和 “文化

大革命” 等教育大规模的

扩张。 这两个特殊时期教育

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的

教育扩张， 降低入学的考试

门槛和学费支出， 来保证教

育的平等。 比如， 在 “大

跃进” 时期， 各个层级的

入 学 率 都 显 著 提 高， 从

１９５７ 年到 １９５９ 年， 小学净

入学率从 ６２％上升到 ８０％ ，
初中入学率从 ４４％ 上升到

６２％ ， 高中入学率也有显著提高。 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目标， 各级

教育都几乎是免费的，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到 １９７６ 年和 １９７７ 年， 农村的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

了 ９０％和 ７０％ ［１８］。 家庭对个人教育的影响很小， 因此同胞效应在男女性别上都不显著。 出生队列 ３
的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间处在 “文化大革命” 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之间， 因此家庭资源对个人教育的

影响开始显现。 出生队列 ４ 和出生队列 ５ 的人口的教育经历主要处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期

间， 家庭资源对个人教育获得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 主要原因是，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在有限的资源

条件下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 国家从大规模、 较低教育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了竞争性的、 较高教

育质量的教育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 国家实行了财政分权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对教育的发展产

生了直接影响。 一方面， 财政分权制在农村， 县、 乡和村分别负责当地的高中、 初中和小学的教育投

入； 在城市， 区和县分别负责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投入。 由于各地特别是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 导致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 尤其是在贫困农村地区， 由于当地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 教育支出的

缺口很大程度上由农村家庭来承担。 另一方面，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农村小孩接受教育

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 国家政策的变动影响了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选择。 数据分析表明， 在改革开

放后的这两个队列中， 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 但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非常显著，
反映了父母在经济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即在男性的教育回报率较高的现实条件下， 父母为了

保证男孩的教育水平， 不得不牺牲女孩的教育机会。 总的来看， 在五个出生队列中， 同胞数量对男性

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 （或影响很小）， 但对女性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除了在我国教育非常规扩张和

“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特殊时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越强调效率的时期， 同胞数量对女性教

育获得的影响也越大。
５．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户籍差异

表 ６ 揭示了在城市和农村户籍下， 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差异。 可以看出， 对于

出生时拥有城镇户口的人， 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统计上的影响， 但对于女性而言， 每增加

１ 个同胞， 教育获得减少 ０ ３２ 年； 对农村户籍的人， 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同样没有统计上的

影响， 但对女性来说， 每增加 １ 个同胞， 教育获得减少 ０ ３６ 年。 由此可见， 相对城市女性在教育获

得上的不利地位， 农村女性的不利地位更甚。 这就支持了假设 ３。 主要原因是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较

好， 在教育投资时受家庭预算的约束较少， 对女性的教育歧视就更低。 而农村家庭经济受预算约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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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为了保证男孩的教育， 就不得不牺牲女孩更多的教育机会。
６．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的统计检验

表 ６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户籍差异

变量
城镇户口模型 Ｆ１ 农村户口模型 Ｆ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男性 － ０ １１３ ０ １７８ ０ ８１３∗∗ ０ ２４６
男∗同胞数量 －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６
女∗同胞数量 － ０ ３１７∗∗∗ ０ ０７２ － ０ ３５９∗∗∗ ０ ０６５
＿ ｃｏｎｓ ８ ２２０∗∗∗ ０ ５８０ ４ ００３∗∗∗ ０ ４５６
Ｎ ２２０５ ３７９５
Ｒ２ ０ ３３１ ０ ３３６

　 　 注： 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 解释变量还包括父母受教育程
度、 民族、 户籍、 １４ 岁时父亲职业、 出生队列、 地区等， 为了简化， 没有报告上
述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误。

表 ７　 各模型回归系数差异的检验

变量和模型
系数

男性 女性
系数差异
ｔ 检验

性别差异
联合 Ｆ 检验

模型 Ｂ
同胞数量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５０∗∗∗ ４４ ２９∗∗∗

模型 Ｃ
兄弟数 － ０ ０１５ － ０ ３４３∗∗∗ １９ ２１∗∗∗ ２０ ０８∗∗∗

姐妹数 ０ ０３０ － ０ ２４１∗∗∗ １３ ６２∗∗∗ ｄｆ ＝ （２， ９４）
模型 Ｄ
兄 ０ ０７７ － ０ ２３４∗∗∗ １１ ０２∗∗

弟 － ０ １２５ － ０ ４６１∗∗∗ １０ ９４∗∗

姐 － ０ ００９ － ０ １９８∗∗ ４ ５８∗

妹 ０ ０７６ － ０ ２８３∗∗∗ １２ ５６∗∗∗ １０ ３５∗∗∗

ｄｆ ＝ （４， ９２）
模型组 Ｅ
Ｅ１： 出生队列 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２６２∗ １ ７７
Ｅ２： 出生队列 ２ － ０ １２２ － ０ １５７ ０ ０６
Ｅ３： 出生队列 ３ ０ ２２９∗ － ０ ２２３∗ １２ ２３∗∗∗

Ｅ４： 出生队列 ４ － ０ １０９ － ０ ４８７∗∗∗ ７ ５６∗∗

Ｅ５： 出生队列 ５ － ０ １６６ － ０ ５７４∗∗∗ １９ ３２∗∗∗

模型组 Ｆ
Ｆ１： 城市 － ０ １１０ － ０ ３１７∗∗∗ １１ ４７∗∗

Ｆ２： 农村 －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５９∗∗∗ １８ ５９∗∗∗

　 　 注：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 模型组 Ｅ 和模型组 Ｆ 由于估计
的是不同的回归方程， 因此不能做联合 Ｆ 检验。

为了检验同胞数量 （构成） 对

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是

否相同， 我们把模型 Ｂ 到模型 Ｆ 中

的同胞数量 （构成） 的估计系数统

一放在表 ７ 中。 表 ７ 的第 ２ 列反映

的是同胞数量 （构成） 对男性教育

获得的影响大小， 第 ３ 列是同胞数

量 （构成） 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

大小， 第 ４ 列报告的是两者是否相

等的 ｔ 检验结果， 第 ５ 列报告的是同

胞效应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是否相同

的总体 Ｆ 检验结果。 从模型 Ｂ 到模

型 Ｆ， ｔ 检验和 Ｆ 检验结果在统计上

都是显著的， 表明同胞数量 （不同

的同胞结构） 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

得影响的差异都是统计显著的。 模

型组 Ｆ 中的两个回归方程的 ｔ 检验结

果都显著， 表明无论在城镇还是农

村， 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都是显著

的。 对于模型组 Ｅ， 可以发现在出

生队列 １ 和出生队列 ２ 这两组， 男

女性别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的

影响没有差异， 反映了在教育的经

济价值很低和国家大规模的教育扩

张这两种情况下， 家庭的教育投资

意愿很低和家庭资源对子女受教育

作用很小。 从出生队列 ３ 至出生队列 ５， 男性和女性系数的差异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 （男性的系数不

显著）， 表明同胞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 对男性没有影响。

五、 结论和讨论

本文研究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 文章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源稀释理论， 即

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多， 每个孩子获得的资源就越少， 接受的教育水平就越低。 国外的实证研究一般

都支持这个结论。 但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背景方面有几点明显的不同。 一是几十年间我国的宏

观政策变动剧烈， 对家庭资源的获得和内部分配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绝

大部分家庭在教育投资时还面临经济预算的约束， 因此在对多个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就面临一个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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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投资力度的不同。 三是在我国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健全的条件下， 大部分父母主要依靠儿子养老， 从

而在教育投资上表现出特有的男孩偏好。 我国和发达国家在背景上的这些差异， 使得同胞数量 （和
结构） 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获得的影响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点。

总的来看， 我国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 但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十分显

著。 在国家教育大规模扩张或特别强调公平的时期， 家庭资源 （同胞数量等） 对女性教育水平的影

响会减弱。 相对城镇居民， 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 受经济预算的约束更大， 因此在农村， 同胞数

量对女性的教育水平影响更大。 从兄、 弟、 姐、 妹的构成来看， 弟弟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最

大， 反映了父母为了保证年幼孩子， 特别是儿子的教育， 往往要求年长的姐姐牺牲教育机会， 提早进

入劳动力市场为家庭作出贡献， 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 （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和以往的

研究发现不同， 本文发现年轻队列中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效应要大于年长队列， 并且男女

间的教育差距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 根据经验， 随着兄弟姐妹的减少， 教育扩展带来更多的教育机

会， 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更加宽裕， 家庭不必牺牲女孩的教育机会， 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机会的影响

会越来越弱。 对此， 我们提出的一个解释是， 虽然教育扩张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但同时我国教育

成本， 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也大幅度上涨， 家庭面临的经济约束并没有减少； 与此同时， 随着

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出现短缺， 熟练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上升， 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越

来越高，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不少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鼓励女孩出去打工。 总的来说， 同胞数量对

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机制， 主要还是父母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 在比较教育成本和收益的条件下做

出的一个理性选择， 所以本文的结论也支持了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理论［１３ － １４］。
本文实证研究方法上的最大问题是内生性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 孩子的数量和教育质量都是内生

变量， 他们都被无法观察到的父母喜好和家庭特征影响， 因此同胞数量和教育获得的关系不是一种因

果关系［２２］。 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主要是用工具变量估计和面板数据。 现在运用最多的工具变量

是双胞胎。 （李 （Ｌｅｅ） 针对亚洲国家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 提出了以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识别同胞

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工具变量） ［２３ － ２４］， 但我们没有双胞胎数据， 并且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是一个截面数据，
无法做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因此， 本文揭示的同胞数量 （结构） 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只能说是揭示

了一种相关关系， 不能做因果关系方向上的推断。 需要说明的是， 在西方发达国家， 父母在孩子的数

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或许重要， 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因为在我国， 孩子长

期被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 尤其在农村地区是父母老年生活的主要来源， 绝大多数父母不会

有这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的想法［７，１１］。 即使有这种权衡，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同胞数量对

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因此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的结论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当然， 如果有合适的数

据， 对该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 真正找到二者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 １ ］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Ｂ， ＤＩＰＲＥＴＥ Ｔ Ａ，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３４

（８）： ３１９ － ３３７．

［ ２ ］ ＨＡＮＮＵＭ Ｅ， ＸＩＥ Ｙｕ．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５ ［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１９９４， １３： ７３ － ９８．

［ ３ ］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Ｊ］ ． 社会， ２０１２ （４）： １１２ － １３７．

［ ４ ］ 张兆曙， 陈奇． 高核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 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 社会

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２）： １７３ － １９６．

·８２·



黎　 煦， 等： 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 ５ ］ ＦＡＮ Ｙｉ， ＹＩ Ｊｕｎ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ｓｅ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３．

［ ６ ］ 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Ｌ Ｃ， ＰＯＷＥＬＬ Ｂ， ＷＥＲＵＭ Ｒ， ＣＡＲＴＥＲ 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２８ （２）： ２４３ － ２６９．

［ ７ ］ ＹＡＯ Ｌｕ，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Ｄ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ｉｂｓｈｉｐ ｓｉｚｅ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７３ （１０）： ８１３ － ８３４．

［ ８ ］ ＢＬＡＫＥ Ｊ．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８１， １８ （１１）： ４２１ － ４４２．

［ ９ ］ ＤＯＷＮＥＹ Ｄ． Ｗｈｅｎ ｂｉｇｇ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５， ６０ （５）： ７４６ － ７６１．

［１０］ ＨＡＵＳＥＲ Ｒ Ｍ，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 Ｂｉｒ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ｕｌｌ ｓｉｂｓｈｉｐｓ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８５， ２２： １ － ２３．

［１１］ 叶华， 吴晓刚．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１ （５）： １５３ － １７７．

［１２］ ＣＨＵ Ｃ Ｙ Ｃｙｒａｓ， ＸＩＥ Ｙｕ， ＹＵ Ｒｕｏｈ⁃ｒｏ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ｂ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ｉｎｔｒａ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Ｊ］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８０ （４）： ９１ － １１３．

［１３］ ＢＥＣＫＥＲ Ｇ Ｓ， ＴＯＭＥＳ Ｎ． 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７９， ８７ （６）： １１５３ － １１８９．

［１４］ ＢＥＣＫＥＲ Ｇ Ｓ， ＴＯＭＥＳ 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６， ４ （３）： ｓ１ － ｓ３９．

［１５］ ＳＯＬＯＮ 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Ｍ］ ／ ／ ＭＩＬＥＳ 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１６］ 谢宇， 张晓波， 李建新， 等．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０６．

［１７］ ＨＡＵＳＥＲ Ｒ Ｍ， ＫＵＯ Ｈ Ｄ．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ｂｓｈｉｐ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ｏｍｅｎ’ 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ｎｅｓ， １９９８， ３３： ６４４ － ６５７．

［１８］ ＫＮＩＧＨＴ Ｊ， ＴＥＲＲＹ Ｓ， ＹＵＥ Ｘｉ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Ｍ］ ／ ／ ＬＩ Ｓｈｉ， ＳＡＴＯ Ｈ，

ＳＩＣＵＬＡＲ Ｔ．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１９］ 李春玲．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 （１９４０ －２０１０） ———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度考察 ［Ｊ］．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４ （２）： ６５ －８９．

［２０］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 （３）： ４ － ２１．

［２１］ 郑磊． 同胞性别结构、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教育获得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５）： ７６ － １０３．

［２２］ 李宏彬， 张俊森．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１ － ７４．

［２３］ ＢＬＡＣＫ Ｓ Ｅ，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Ｐ Ｊ， ＳＡＬＶＡＮＥＳ Ｋ 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ｒｒｉ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ｂｉｒ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１２０ （２）： ６６９ － ７００．

［２４］ ＬＥＥ Ｊｕｎｇｍｉｎ．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２１

（１０）： ８５５ － ８７５．

［责任编辑　 武　 玉］

·９２·




